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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表现，为研究三者的关系，

本研究基于全国279个地级市的数据，在分析三者的时间演化趋势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

研究了三者的互动关系。结论如下：1)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耦合协调关

系从严重失调阶段逐渐向中级协调阶段发展。2) 从全国层面看，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受到自身发展

路径的正向影响。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短期内会抑制

数字经济以及产业结构升级。3) 通过方差分解预测分析，三者发展更依赖于自身路径。相较而言，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比产业结构升级对数字经济更有解释力，数字经济比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解释产业结构升

级更有解释力，但是不同地区存在异质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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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economy,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re all imp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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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t manifestations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the three, based on the data of 279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China, this study further studie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ir time evolution trend 
and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among digital economy,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from the serious imbalance stage to the intermediate 
coordination stage. 2) From the national level,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
grading are positively affected by their own development path. There is a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will 
inhibit digital econom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in the short term. 3) Through variance 
decomposition prediction analysi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depends more on their own path. 
Comparatively speaking,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s more explanatory to the digital econo-
my than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digital economy is more explanatory to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than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ut there are heterogeneity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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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及文献综述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已经融入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根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

(2021)》，数字经济能够提升资源信息的流动效率，突破传统经济要素的空间组织模式，改变产出增长结

构。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成为了新型生产要素，不仅对融合改造传统产业、提振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

义，其产权分配也会改变资源错配现象，引致数字经济红利效应，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胡歆韵，杨继

瑞，郭鹏飞，2022) [1]。2021 年 9 月 26 日，刘鹤副总理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指出，要通过合理界定数字

产权克服“鲍莫尔病”和“数字鸿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占比从 1978 年的 27.7:47.7:24.6 变为 2020 年的 7.7:37.8:54.5。数字经

济背景下，随着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国经济突破了传统生产

要素的时空限制，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出现了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等多种演变模式，促使传统产业结

构向技术密集型、数字密集型、环境友好型转变。产业结构的数字化演进模式能够降低二氧化硫等污染

物的排放，提升生态效率，改善环境质量，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董庆前，李治宇，2022) [2]，推动城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高污染、高能耗、高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资源约

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环境承载力达到极限，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伍开群，洪功翔，2011) [3]。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十三五规划首次将“绿色”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地位，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

理念”，“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当前经

济发展阶段已经发生改变，必须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来推动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加快促进绿色低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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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并承诺努力实现“双碳”目标，争取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以及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更是指出要实现“绿色成为普遍形态”的发展。根据 2021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到 2030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

的排放比要比2005年下降65%以上，煤炭消费比重至少下降到75%以下。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逐步实施，

绿色转型发展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郑德凤，臧正，孙才志，2015) [4]。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

到来，资本报酬递减率现象的出现，依靠人口红利或者大规模政府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可持续，

中国经济亟需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蔡昉，2013) [5]。在这种背景下，2014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从

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常态化状态，虽然经济增长呈现“L 型”放缓态势，但是经济发展的质量却

不断提升(王志刚，赵斌，2018) [6]。针对经济增长的下滑态势，很多学者提出结构性减速和生产率减速

的理论假说(杨天宇，梁俊，2020) [7]。结构性减速认为服务业的生产率低于制造业，所以随着产业结构

服务化进程的加快，必然会出现经济减速。生产率减速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降低才是导致经济减速的原

因。为了探求集约、高效、绿色的生产方式，综合反映环境变化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学者在全要素

生产率分析的基础上加入环境污染、能源消耗等投入变量，提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李俊，徐晋涛，

2009) [8]，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逐渐转变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驱动(汪锋，解晋，2015) [9]，而

且不同行业之间(胡玉凤，丁友强，陈晓燕，2022) [10]、同一产业内部(李谷成，2018) [11]、各地区之间(武
义青，张旭，2022) [12]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存在异质性特征。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中关于三者之

间的关系研究较多，结论丰富却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数字经济是实现绿色经济增长和结构性转型

的有效工具，利用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中国的经济转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罗茜，王军，朱杰，2022) [13]。
有的学者认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可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和污染物的排放，从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的提高。也有学者认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吴新中，邓明亮，2018) [14]，
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效应、结构性的提升效应，从而推动未来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数字化。还有学者将

某一因素当成中介变量研究另外两者之间的关系(梁琦，肖素萍，李梦欣，2021；张凌洁，马立平，2022) 
[15] [16]。为了更好地解决经济持续发展与环境资源短缺之间的冲突，充分阐述三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

的主要目标就是从理论层面挖掘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实证层面检验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为深化三

者的演化发展规律提供新的思考视角，从而提出三者互促发展的合理政策建议。 

2. 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适度变形发现(何忠伟，曾福

生，2002；王弟海，2021) [17] [18]。假设经济体有 n 个行业，其生产服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i i
i i i iY A K Lα β= 。 

根据索洛增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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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全要素生产率被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加权和，权重系数为各

行业生产总值占该年生产总值的比重；第二部分各行业中资本和劳动投入比例变化率的加权和；第三部

分是各行业资本产出和劳动产出占该年资本和劳动总产出比重变化的加权和。从公式可以看出，全要素

生产率与产业结构、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产出密切相关。因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影响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产

出，产业结构升级反映了产业结构的变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加了约束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本研

究假设数字经济、产业结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从理论逻辑上看，数字经济、产业

结构升级以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理如下。 

2.1. 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互作用机理 

数字经济会改变原有产业技术生态，改变资本、劳动力、技术、政策等要素的投入方式，形成新的规

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首先，数字经济的发展会促使数字产业的发展，加快诸

如互联网产业、电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等信息通信产业的数字产业化进程。其次，数字经济会改变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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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运营模式，推动数字技术应用融合于传统产业，促使新型经济业态的重构和发展，加快传统产业

的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进程。再次，数字经济的发展会促使数据成为新的价值来源，数据资源化、数

据资产化以及数据资本化会成为产业生态的关键环节，从而促使产业基础高级化以及产业链现代化。 
产业结构升级由于改变了传统的产业关联关系以及产业集聚，又会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一种观点

认为，产业结构升级会推动数字经济的变革创新。首先，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助于降低农业部门的生产成

本，提高工业和服务业的经济效率，增加从事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从业人数，增加数字信息

产业的收入和产出。第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会促使政府转向数字政府建设，增强数字智能方面的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了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第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意味着产业部门之间需要满

足新的资源整合分配和要素配置要求，这就需要产业以及不同产业之间增强智能协作和数字创新，从而

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但是产业结构升级可能会推动资本、资源持续流入金融、房地产等投机性领域，

造成制造业萎缩、新兴产业不能弥补衰退产业的损失等产业空心化、经济波动较大等问题。此外，产业

结构升级可能会导致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且新兴就业岗位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提高，结果造成对技

能要求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需求下降，传统行业年龄大、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会遭遇失业

风险。因此产业结构偏移于第三产业，也可能会削弱经济基础，恶化收入分配，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这也意味着产业结构升级可能会削弱数字经济的效果。 

2.2. 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相互作用机理 

一种观点认为产业结构升级会改变传统生产要素的粗放投入，提高产业清洁度，提高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首先，适应绿色低碳转型的需要，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生产过程清洁化，重点能耗产业的能源利

用效率提升，能源利用方向转型绿色低碳。第二，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工业生产结构发生转变，资源综

合协同利用效率提升，发展绿色低碳技术，赋能绿色制造，增加绿色产品以及相关工业服务业供给。第

三，产业结构升级会促使社会消费结构以及投资结构发生适应性改变，在绿色消费动机的驱动下，企业

投资生产更加注重提升生产效率和降低资源浪费，从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另一种观点也认为产业

结构升级会导致“结构性减速”，因为服务业整体存在生成效率较低的问题，加之改革开放以后产业结

构升级带来的资本化效应逐渐削弱，技术替代效应逐渐增强，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未能有效提高生产效

率，或者说只有考虑到部门劳动生产率的“质”的产业结构升级才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一般认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会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助力绿色经济和生态经济发展，从而有助于

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绿色生产效率提高带来额外产出，而绿色效率的提

升意味着由绿色生产、人力资源的进步等因素所解释的资本、技能和专业知识、有效管理技术的获取、组

织改进、专业化带来的利益、创新或升级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此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可以

改善要素错配的现象，缓解产业结构变迁的负面影响，激发绿色环保高技术特征的产业集聚，促进产业链

价值增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也应该注意地区绿色发展存在短板和不平衡，各地绿色行业尚未形

成完善的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企业绿色技术转型成本较高且绿色转型升级的动力不足，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提高可能是地区为了应付环保督察而造的绿色马甲。另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意味着单位资

源能耗和污染物排放减少，那么制造业等第二产业投入到排污治理当中的成本也会增加，可能相应创造并

吸纳更多制造业相关就业，因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否会制约产业结构升级有待于后续研究检验。 

2.3. 数字经济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相互作用机理 

数字经济会激发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创新效率，发展对环境更友好的绿色 AI，从而提高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一方面，数字经济会推动绿色创新技术的进步，优化绿色技术流程，削弱要素配置扭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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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从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各种数字基础设施像移动基站、大数据

中心、云平台等日益完善，要素资源之间的流动壁垒会逐渐降低，从而有助于绿色生产效率。再者，数字经

济的发展也会促进政府转型发展数字政府，构建数字政务平台，整合社会数据资源，激发城市绿色创新活力。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兼顾环境保护、考察环境绩效的全要素生产率，它的提高意味着经济进入绿色健

康可持续发展的新态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首先，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技术创新效率以及组织管理效率都得以提升，发展绿色算力、优

化绿色算法、提升绿色集约模型，从而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强的基础设施效能比。其次，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提升会在全社会形成清洁低效安全高效发展的合理预期，为数字化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利用渠道和

发展空间，从而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第三，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间接传达了关键指标(如单位能源消

耗、环境卫生、基础设施等)的政策精神，要求数字经济的发展要考虑这些因素，从而影响数字经济的发展。 
根据上文，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互作用机理的理论逻辑见下图 1。 

 

 
Figure 1.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digital 
economy,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图 1.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互作用机理的理论逻辑 

3. 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3.1. 变量构建及数据说明 

本研究以全国 279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全国 279 个地级市 2011~2020 年的面板数据，数据

来源主要基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部分地级市的统计局网站。 

3.1.1. 数字经济指标 
数字经济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本质是互联网经济发展新业态的表现，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也

是我国十四五规划重要规划内容之一。虽然数字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广泛共识，但是对其认识却未达成共

识，不同机构的考量和评度规则也不统一。目前学者们关于数字经济的测算主要集中在省级层面，比如

张凌洁、马立平(2022) [16]从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水平以及技术创新科研水平等三个维度构建评

价体系。本研究参照赵涛(2020) [19]文章，选择电信业务收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数、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移动电话用户数、普惠金融指数五个指标，使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得到包含

2011~2020 年 279 个地级市的数字经济主成分，记为数字经济综合指数 sdig。数字经济的衡量反映了在

一段时间内数字化程度的经济表现。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见下表 1。 

3.1.2. 产业结构指标 
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指标一般使用产业高级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产业与产

业之间协调能力的加强和关联水平的提高，是资源有效利用程度的反映。学者们惯用泰尔指数来代表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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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igital econom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表 1. 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互联网普及率 0.0865 

互联网发展 相关从业人员状况 0.1896 

 相关产出情况 0.0166 

 移动电话普及率 0.0358 

数字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 0.6716 
 

结构的合理化，泰尔指数越大，说明产业结构越偏离合理状态。产业结构高级化反映了产业结构伴随经济

增长出现的规律性变化，实际反映了产业结构的升级。相比产业间的协调耦合程度，本研究更关注于产业

结构的变化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不仅受到不同产业生产率、要素配置扭曲程度等的影响，还受到国家收

入状况等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选择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来代表产业结构升级。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指数

包括：Moore 指数、三产总值比二产总值、三产增加值比二产增加值。付凌晖(2018) [20]衡量高级化的方法

利用了 Moore 结构化变化值方法。Moore 结构变化值使用不同时期向量空间夹角衡量该时期产业结构变化

程度。根据付凌晖(2018)，将 GDP 根据三大产业划分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增加值与 GDP 相比作为空间

向量的一个分量，构成三维向量 ( )0 1,0 2.0 3,0, ,X x x x= 。假设向量 ( )1 1,0,0X = ， ( )2 0,1,0X = ， ( )3 0,0,1X = 分

别表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排列向量，则 0X 与三大产业的排列向量夹角为： 

( )
( ) ( )

1
1 2 1

3
, ,0

3 2 2
,0

2

,1

arccos i j i

i j i

i
j

i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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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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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定义产业结构高级化 1
3

1
k

jk jW θ
= =

= ∑ ∑ ，W 越大，说明产业高级化程度越高。 

3.1.3.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相比较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可用的劳动力投入，也取决于其他生产要素，反映了

不同生产投入的利用和组合效率。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分析工具，反映了技术进步带来的效

率改善和规模效应，可以综合衡量一段时期内除了资本、劳动等有形生产要素的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在全局参比的数据包络分析框架下，综合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 SBM 模型和 Malmquist 生产

率指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Malmquist 指数衡量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P)，可分析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变动情况和原因，从第 t 期到第 t + 1 期 Malmquist 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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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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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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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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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Dt和 D t+1分别表示在第 t、t + 1 期的生产效率相对于 t 期的生产前沿的距离函数，Xt、Yt、Xt+1和 Yt+1

分别表示第 t 期投入、第 t + 1 期投入产出、第 t + 1 期投入和第 t + 1 期产出。根据 EC TC× ，Malmquist 指
数是技术效率(EC)和技术进步(TC)的乘积，倘若两者的值大于 1，表明在第 t 到 t + 1 期技术进步、技术效率

改善，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于前一年提高，否则降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投入产出指标见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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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Input output indicators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表 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投入产出指标 

选取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名称 

 资本要素 固定资本存量 

投入指标 劳动力要素 就业人员 

 能源要素 能源消费量(万吨煤) 

 期望产出 地区生产总值 

产出指标 非期望产出 工业废水排放量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将计算得到的 279 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按照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 1 求均值作时间趋

势图如下图 2。根据不同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因素变化趋势可知造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

要驱动力量是技术进步。此外，各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下降的趋势，说明不同地区之间的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差异在变小。 
 

 
(a) 东部地区                                      (b) 中部地区 

 
(c) 西部地区                                       (d) 东北地区 

Figure 2. Changes in decomposition factors of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different regions 
图 2. 不同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因素变化图 

 

 

1 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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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变量耦合协调关系分析 

3.2.1. 耦合协调关系 
为了进一步研究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以及耦合协调关

系，本节选择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来量化系统间的作用。测算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三个系统耦合度的公式如下： 

( )
1 2 3

1 2 3 3
U U U

C
U U U

+ +
=

+ +
 

其中，C 为耦合度，其取值的范围为[0,1]，划分标准为如下表 3；U1 为数字经济水平，U2 为产业结构升

级，U3 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Table 3. Coupling Standards 
表 3. 耦合标准 

序号 区间 耦合阶段 

1 C = 0 无相互关联(C0) 

2 0 < C ≤ 0.30 较低水平耦合阶段(C1) 

3 0.30 < C ≤ 0.50 颉颃阶段(C2) 

4 0.50 < C ≤ 0.80 磨合阶段(C3) 

5 0.80 < C < 1 较高水平耦合阶段(C4) 

6 C = 1 良性共振耦合阶段(C5) 
 

上述 C 可以反映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三个系统耦合的强度，为了更好地反

映三者之间协调状况的好坏，还需要引入耦合协调模型，公式如下所下： 

D C T= ∗  

1 2 3T a U b U c U∗ ∗ + ∗= +  

其中，D 的取值范围为[0,1]，为耦合协调度，其评价标准如表 4 所示；T 为综合协调指数；a、b、c 为三

个系统的待定系数，令 1 3a b c= = = 。耦合协调度划分的标准如下。 
 
Table 4.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表 4. 耦合协调度标准 

序号 区间 协调等级 类型 

1 D < 0.10 极度失调(D1) 失调衰退类型 

2 0.1 < D < 0.20 严重失调(D2)  

3 0.20 < D ≤ 0.30 中度失调(D3)  

4 0.30 < D < 0.40 轻度失调(D4)  

5 0.40 < D ≤ 0.50 濒临失调(D5) 过度类型 

6 0.50 < D < 0.60 勉强协调(D6)  

7 0.60 < D < 0.70 初级协调(D7) 协调上升类型 

8 0.70 < D ≤ 0.80 中级协调(D8)  

9 0.80 < D ≤ 0.90 良好协调(D9)  

10 0.90 < D < 1 优质协调(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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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耦合度、协调度模型本研究测算了 2011~2020 年的数字经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以及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的耦合程度和协调等级，结果如下表 5。 
 
Table 5.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digital economy, adv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表 5.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高级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耦合度、耦合协调度 

region year 耦合度 C 值 协调指数 T 值 耦合协调度D值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程度 

东部 

2011 0.894 0.397 0.596 6 勉强协调 

2012 0.988 0.474 0.684 7 初级协调 

2013 0.993 0.536 0.729 8 中级协调 

2014 0.977 0.529 0.719 8 中级协调 

2015 0.991 0.631 0.791 8 中级协调 

2016 0.964 0.644 0.788 8 中级协调 

2017 0.898 0.673 0.777 8 中级协调 

2018 0.952 0.808 0.877 9 良好协调 

2019 0.837 0.536 0.67 7 初级协调 

2020 0.837 0.536 0.67 7 初级协调 

中部 

2011 0.282 0.283 0.282 3 中度失调 

2012 0.592 0.355 0.459 5 濒临失调 

2013 0.923 0.225 0.456 5 濒临失调 

2014 0.968 0.289 0.529 6 勉强协调 

2015 0.978 0.386 0.615 7 初级协调 

2016 0.993 0.449 0.668 7 初级协调 

2017 0.996 0.511 0.714 8 中级协调 

2018 0.945 0.516 0.698 7 初级协调 

2019 0.816 0.426 0.589 6 勉强协调 

2020 0.816 0.426 0.589 6 勉强协调 

西部 

2011 0.364 0.211 0.277 3 中度失调 

2012 0.539 0.273 0.383 4 轻度失调 

2013 0.835 0.228 0.436 5 濒临失调 

2014 0.899 0.307 0.525 6 勉强协调 

2015 0.94 0.375 0.593 6 勉强协调 

2016 0.998 0.351 0.592 6 勉强协调 

2017 0.964 0.591 0.755 8 中级协调 

2018 0.99 0.592 0.766 8 中级协调 

2019 0.942 0.492 0.681 7 初级协调 

2020 0.942 0.492 0.681 7 初级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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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东北 

2011 0.652 0.039 0.159 2 严重失调 

2012 0.503 0.155 0.279 3 中度失调 

2013 0.817 0.127 0.322 4 轻度失调 

2014 0.8 0.351 0.53 6 勉强协调 

2015 0.795 0.484 0.62 7 初级协调 

2016 0.949 0.312 0.544 6 勉强协调 

2017 0.996 0.522 0.721 8 中级协调 

2018 0.991 0.507 0.709 8 中级协调 

2019 0.903 0.612 0.744 8 中级协调 

2020 0.903 0.612 0.744 8 中级协调 
 

进一步的，本研究对全国各省区的数字经济、产业结构高级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耦合协调

度进行空间可视化处理。整体来看，全国各地仍有许多是处于濒临失调到勉强协调阶段，可见数字经济、

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协调等级仍处于偏低的状态，协调等级较高的地级市仍然较

少且驱动力有限，具有较大的进步空间，可以预期随着数字经济体系的完善、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升级

以及绿色生态经济的健全完善，三者的协调等级会逐步趋于良好。 

3.2.2. 耦合协调度的时序特征 
下图 3 展示了 2011 年到 2020 年全国不同地区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耦合

度耦合协调度的时序特征。可以看出，全国不同地区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耦

合度从整体上来看属于上升趋势，并且目前基本上都处于较高水平的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也在不断地

上升，总体上处于协调上升阶段。这表明，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系统之间的相

互影响力较好，且存在紧密的交互耦合，三者之间正在向良性互动耦合协调关系发展协调等级均有所提

高。 
 

 
Figure 3. Time series characteristics of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图 3. 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的时序特征 

4. 模型设计及实证分析 

为了检验数字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本研究使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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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检验。PVAR 模型既兼顾了 VAR 模型不必事先设定变量因果关系的优点，又

允许所有变量内生，还同时考虑了面板数据的个体异质性。因此本研究构建 PVAR 模型如下： 

0 ,
1

q

it ij i t j i it
j

Y Yβ β µ−
=

= + + +∑   

其中， itY 是由数字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构成的 1 × 3 列变量。 0β 表示截距项，

q 为内生变量滞后阶数， ijβ 表示内生变量待估计的 q 阶滞后参数矩阵， ,i t jY − 为内生变量滞后 j 期， iµ 表

示城市 i 的个体固定效应， it 表示模型的残差。 

4.1. 平稳性检验 

首先，为防止伪回归，本研究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三个变量 p 值均小于 0.01，
在 1%的水平上强烈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 6)。因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序列是平稳的。 
 
Table 6. Unit root test for panel data 
表 6.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检验 LLC 检验 IPS 检验 结论 

数字经济 −15.2138 *** 0.6955*** 平稳 

产业结构升级 −9.5779 *** −1.8659 *** 平稳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220.8128*** −16.3225** 平稳 

注：括号外为 t 值，***代表在 1%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 

4.2. 最优滞后阶数选取 

为确定 PVAR 模型的最佳阶数，采取 AIC 准则、BIC 准则、HQIC 准则可以确定 PVAR 模型分析的

最优滞后阶数(表 7)。研究结果表明，最优滞后阶数选择滞后 1 期最合适。 
 
Table 7. Selection of hysteresis period in three information criterion models 
表 7. 三种信息准则模型滞后期选择 

 阶数 AIC BIC HQIC 

全域 
1 −10.0543* −7.88661* −9.26273* 

2 −9.98262 −7.53691 −9.08343 

东部 
1 −10.3905* −8.55218* −9.63367* 

2 −10.3155 −8.3693 −9.6042 

中部 
1 −11.0942* −9.36664* −10.4229* 

2 −10.8264 −8.8406 −10.0502 

西部 
1 −11.0414* −9.29317* −10.363* 

2 −10.8163 −8.80741 −10.032 

东北 
1 −10.0091* −8.54617* −9.42123* 

2 −9.73653 −7.99297 −9.03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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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格兰杰因果检验 

根据确定的最优滞后阶数，对面板数据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之间的

P 值拒绝了原假设，即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互为因果关系。在分别解释数字经济和

产业结构升级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 P 值拒绝了原假设，说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数字经济和产业结

构升级的格兰杰原因。解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的 P 值都未能拒绝原假设，

说明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不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原因。因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只反映了统计意义上

的因果关系，为进一步发现三者的因果关系，下文将会进一步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见下表 8。 
 
Table 8. Granger causality test results 
表 8.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Excluded Chi-sq Prob 

h_sdig 

h_advanced 4.583 0.032 

h_green 12.019 0.001 

ALL 12.067 0.002 

h_advanced 

h_sdig 24.552 0.000 

h_green 5.8907 0.015 

ALL 26.632 0.000 

h_green 

h_sdig 0.11242 0.737 

h_advanced 0.55514 0.456 

ALL 0.55533 0.758 

4.4. 面板向量自回归 GMM 检验 

在确定了最优滞后阶数之后，本研究通过“Helmert procedure”前向均值差分法消除数据的固定效

应，其中 h_sdig、h_advanced 和 h_green 分别表示去除个体固定效应的数字经济、产业结构高级化及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的序列，保证了内生变量的滞后变量与其本身正交且残差无关，继而可以运用系统 GMM
进行广义矩估计。具体估计结果见下表 9。 

以数字经济作为被解释变量。全国和四类地区数字经济的滞后一期都对自身有强烈的正向作用。数

字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数字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其发展本身会形成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并因长尾效应

带来广阔的蓝海市场，故而数字经济本身对其自身的发展具有强刺激作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数字经

济的影响在全国层面和不同地区的影响系数都为负，但是只在全国层面和中部地区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可以简单理解为考虑了环境和能源约束的全要素生产率。根据前文，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主要由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引起，因此地区经济增长可能仍然主要依赖高能耗、高污染、高产出的

传统工业。这样，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能更多反映了环境和能源约束对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制约

作用而非环境保护、技术进步带来的促进作用。此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意味着专业知识技术进

步，带来的创新驱动不足以推动企业在已有人力资本规模的基础上技术变革，企业可能更愿意通过更新

技术而不是培训工人来提升生产率，结果受技术更新变革而新增的就业岗位数量低于因没有受到合适培

训机会而失业的工人数量，加之高素质人群和低素质人群的收入差距拉大，因此导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阻碍了数字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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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9. GMM results of PVAR model for digital economy,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表 9.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PVAR 模型系统矩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h_sdig h_advanced h_green 

全国 

L.h_sdig 0.649*** 0.457*** 0.00859 

 (0.131) (0.0922) (0.0256) 

L.h_advanced −0.0243** 0.802*** −0.00385 

 (0.0113) (0.0132) (0.00517) 

L.h_green −0.274*** −0.386** 0.00225 

 (0.0790) (0.159) (0.0481) 

东部 

L.h_sdig 0.555*** 0.204*** −0.0137 

 (0.178) (0.0693) (0.0319) 

L.h_advanced −0.0618** 0.792*** −0.0150 

 (0.0279) (0.0157) (0.0113) 

L.h_green −0.436* −0.408*** 0.00617 

 (0.227) (0.104) (0.0800) 

中部 

L.h_sdig 0.737*** 0.683*** −0.0247 

 (0.182) (0.124) (0.0397) 

L.h_advanced −0.0204* 0.810*** −0.00832 

 (0.0106) (0.0138) (0.00782) 

L.h_green −0.0880 −0.252** 0.103 

 (0.0804) (0.105) (0.0738) 

西部 

L.h_sdig 0.746*** 0.908*** 0.104* 

 (0.125) (0.168) (0.0621) 

L.h_advanced −0.0148 0.765*** −0.00451 

 (0.0149) (0.0263) (0.0104) 

L.h_green −0.134 −0.553*** −0.0211 

 (0.0849) (0.186) (0.0905) 

东北 

L.h_sdig 0.727*** 1.545** 0.0904 

 (0.141) (0.690) (0.125) 

L.h_advanced −0.0127 0.706*** 0.0239 

 (0.0165) (0.0804) (0.0184) 

L.h_green −0.0217 0.318 −0.00339 

 (0.128) (1.224) (0.152) 
 

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被解释变量。全国和四类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都对自身有强烈的正向作用，

这说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对其自身有很明显的优化促进作用。这是因为产业结构升级通常具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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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强化的路径发展依赖。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全国层面和不同地区的都是正向影响。数

字技术的进步发展为产业融合、智能化升级、业态创新提供了机遇，从而改善资源错配，推动产业数字

化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在全国层面、东部地区的都

是负向影响，但是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全国及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自身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

性检验。除了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提高对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之外，在全国

及其他地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学者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和工业当中的二氧化硫排放呈倒 U 关系(柏亮，

陈晓辉，2020) [21]，这也说明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长期且复杂的。产业结构升级不仅

是全国层面还是地区层面系数符号都是正但是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短期内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

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但是这种促进作用是否存在滞后性，产业结构升级在长期内能否提升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产还有待下文进一步的分析论证。 

4.5. 脉冲响应 

脉冲响应函数反映了模型中某个内生变量受到外部冲击时，对模型中其他内生变量产生的冲击影响，

经常被用于反映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下图展示了给予内生变量 1 个标准差冲击后时间跨度为 6 期

的脉冲响应结果。图中中间红线表示变量受到冲击后的响应结果，上下的蓝线和绿线是 95%的置信区间。

所有图中第一行代表数字经济(sdig)受到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对 VAR 系统造成的影响，第二行代表产

业结构升级(advanced)受到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对 VAR 系统造成的影响，第三行代表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green)受到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对 VAR 系统造成的影响。 

4.5.1. 自身对自身的冲击响应 
图 4~8 的编号(1) (5) (9)为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自身的脉冲响应图。结果

显示，在受到自身一个标准差冲击后，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响应值均大于 0，
表明全域和三类地区对自身冲击均表现出持续的正向响应，再次证明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绿色

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沿着自身发展道路发展的路径依赖现象。但是三者的发展路径不同，数字经济的自我

强化作用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弱；产业结构升级先是会加速自身提升，后随着时间降低；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在第一期以后就没有自我强化作用了。这也说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依赖于外部环境中的环境改

善、技术进步、科技效率提高等而进步，自我强化路径较弱。 

4.5.2. 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的互动关系 
图 4~8 的编号(2)为产业结构升级对数字经济的脉冲响应图。面对产业结构升级每一个标准差的冲击，

在全国层面以及不同地区，数字经济表现为长期的负向效应，但是这种负向效应随着时间先加强后削弱。

这说明，短期内，产业结构升级可能对于全国大部分地区来说并未显现出明显的刺激经济发展的作用，

相反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产业空心化”。产业空心化的常见表现有实体资本、产业技术以及区域

产业出现“去工业化”的趋势(曾晓宏，2016) [22]。此外，产业结构升级本身具有一定的惰性，故而导致

其对数字经济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图 4~8 的编号(4)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的脉冲响应图。面对数字经济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全域和除

东北之外地区的数字经济都表现出显著的负向效应，且这种正向效应都是随着时间的增长先增加后在第

4 期左右之后渐趋平稳。这说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可以促进低效

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转移，并推动产业内部的技术创新，从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数字经济带来的优势效应逐渐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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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数字经济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互动关系 
图 4~8 的编号(3)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数字经济的脉冲响应图。面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一个标准差

的冲击，全域和除东北之外的地区的数字经济都表现出显著的负向效应，且这种负向效应初始会强化，

在第 2 期之后负向影响会逐渐削弱。东北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数字经济的脉冲响应效果不明显。 
图 4~8 的编号(7)为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脉冲响应图。根据 GMM 计量结果，除西部地区

之外，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根据脉冲响应图，面对数字经济一个

标准差的冲击，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效应，但这种正向效应的作用初始显著

进而逐渐削弱，到第 6 期以后逐渐平稳。 

4.5.4. 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互动关系 
图 4~8 的编号(6)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脉冲响应图。面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一个标

准差的冲击，除东北地区是微弱的正向作用之外，全域和其他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都表现出显著的负向

效应，且这种负向效应在第 2 期之后逐渐削弱。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技术层面的进步，但是

持续的技术进步可能会导致产能过剩以及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等问题，所以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

级(吴华英，刘霞辉，苏志庆，2022) [23]。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带来的技术进步会被

产业消化，从而带动产业创新，其削弱作用也会降低。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表现为正向效应，正向

效应先增强后降低。 
 

 
Figure 4. Pulse response function diagram in the entire domain 
图 4. 全域脉冲响应函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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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的编号(8)为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脉冲响应图。面对产业结构升级一个标准差

的冲击，全国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前两期表现出显著的负向效应，且这种负向作用的力度先增长

后下降。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受到不同地区要素禀赋、生产效能、政府补贴等

因素的制约，故而不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脉冲响应结果不同。 
 

 
Figure 5. Pulse response function diagram in the eastern region 
图 5. 东部地区脉冲响应函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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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Pulse response function diagram in the central region 
图 6. 中部地区脉冲响应函数图 
 

 
Figure 7. Pulse response function diagram in the western region 
图 7. 西部脉冲响应函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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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Pulse response function diagram in Northeast China 
图 8. 东北脉冲响应函数图 

4.6. 方差分解 

为了更加精确地揭示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未来的互动关系，评估不同冲

击对系统内生变量影响的解释力，本研究分别选取 3 期和 6 期进行方差分解预测，分解结果见表 10。 
 
Table 10. PVAR variance decomposition results 
表 10. PVAR 方差分解结果 

 变量 期数 sdig advanced green 

全国 

sdig 3 0.966 0.001 0.032 

advanced 3 0.072 0.912 0.017 

green 3 0.002 0.000 0.998 

sdig 6 0.957 0.003 0.040 

advanced 6 0.132 0.840 0.028 

green 6 0.002 0.000 0.998 

东部 

sdig 3 0.959 0.002 0.038 

advanced 3 0.094 0.861 0.045 

green 3 0.002 0.002 0.997 

sdig 6 0.951 0.004 0.045 

advanced 6 0.155 0.777 0.068 

green 6 0.002 0.002 0.996 

中部 

sdig 3 0.993 0.001 0.006 

advanced 3 0.105 0.882 0.012 

green 3 0.001 0.001 0.998 

sdig 6 0.990 0.002 0.008 

advanced 6 0.220 0.760 0.020 

green 6 0.001 0.001 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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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西部 

sdig 3 0.982 0.001 0.017 

advanced 3 0.080 0.885 0.035 

green 3 0.015 0.001 0.985 

sdig 6 0.976 0.003 0.021 

advanced 6 0.166 0.784 0.050 

green 6 0.018 0.001 0.982 

东北 

sdig 3 0.995 0.004 0.001 

advanced 3 0.101 0.895 0.004 

green 3 0.007 0.009 0.983 

sdig 6 0.987 0.012 0.001 

advanced 6 0.170 0.826 0.004 

green 6 0.013 0.013 0.974 
 

根据方差分解结果，从全国层面来看，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第 3 期时

三者分别对自身的解释力是 96.6%、91.2%和 99.8%，这说明三者更加依赖于自身的发展路径，特别是绿

色全要素生产率。随着时间的推移，三者对自身的解释力变弱，但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没变。在第 6 期

时，数字经济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对产业结构升级贡献了 13.2%和 2.8%的解释力，说明数字经济是

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对数字经济贡献了 0.3%和 4%的

解释力，说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样在第 6 期时，数字经济和产业结

构升级分别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了 0.2%和 0%的解释力，说明两者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力有

限。 
其他不同地区大致与全国层面相近，不同的是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更明显受到数

字经济的影响，比如第 6 期，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贡献了 1.8%和 1.3%的解释力，远高于其

他地区的 0.1%或 0.2%。这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对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更有显

著意义。 

4.7. 稳健性检验 

面板向量自回归的结果可能会受到内生向量排序的影响。因此，为了避免分析结果的偶然性，本研

究参考杨友才(2019) [24]的方法，通过改变相关性高的内生变量的排序判断结果的稳健性。 
根据变量相关性的检验结果，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的相关性最大，所

以将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的顺序调整之后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与之前相差无几，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的

研究结果是稳健可信的。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从索洛增长模型出发，发现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互动

关系。文章搜集了全国 279 个地级市 2011~2020 年的面板数据，并对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三者

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三者的耦合协调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为了进一步研究三者的互

动关系，本研究又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回归结果发现：第一，从全国层面来看，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受到自身发展路径的正向影响，但是这种正向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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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第二，通过脉冲响应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正面作用，但是这种正向效应随着

时间推移降低。产业结构升级对数字经济的影响在全国层面和不同地区的影响不同，在全国、东部地区

及中部对数字经济有微弱的负向影响，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产业结构高级化反

映了向技术化、服务化以及加工化发展的倾向，表现为高附加值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提升。东部地区受

到国家政策红利影响，产业结构升级主要表现为两方面的积极作用(张明斗，吴庆帮，李维露，2021) [25]：
一方面促使生产要素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转移产生“结构红利”，另一方面促使产业内部技术置

换创新产生创新驱动效应。中部地区承接了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其产业政策会明显引起当地去工业化，

良性的去工业化表现为制造业服务化，恶性的去工业化表现为资本大量流入房地产、金融等投机领域，

导致制造业空心化、“空心化陷阱”。这种空心化的结果可能会削弱产业结构高级化带来的正面影响，

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创造性破坏效应”(比如失业)要大于其所带来的正面效应。第三，全国及大部

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数字经济的影响存在削弱作用，且这种削弱作用随着时间逐渐减少。除东北

地区之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会阻碍产业结构升级，但是这种制约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而降低。正

如前文分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考虑了环境和能源约束，故而其增长会对传统经济模式造成打击和阵痛。

但是这种负面影响并非持续，当环境质量改善、技术能力创新、经济模式发展之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对数字经济的阻碍作用就会降低。第四，通过方差分解预测分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影响数字经济发

展的主要因素，数字经济是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因素。西部和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升有更多的解释力。究其原因，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代表单位能耗降低、技术进步以及技术

效率提高，这也意味着第一二产业有了除要素驱动之外技术创新、知识经济的规模溢出效应、高效生产

管理组织能力以及企业家对市场绿色合理预判等新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故而可以促进农业、制造业等第

一二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针对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加大对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支持力度 
充分发挥大数据、大网络、大系统、大平台的作用，利用全国统一大市场整合不同地区、不同产业

的资源，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应该加大数字新兴技术的基础建设支出，尤其是加大落后地

区的投入，通过云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助力技术创新，促进数字技术和金融服务的融合优化数字

经济增长模式。第二，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会逐渐从第一产

业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第三产业所占的国民收入和劳动力比重也会逐渐上升。这意味着政府需要推出

适时合理的产业政策以及相关完备的就业及收入分配政策等，从而为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政策支持。第三，

增大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完善绿色能源补贴制度，挖掘绿色经济新机遇，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从短期

来看，生态环保的发展可能会对经济发展带来下行压力，但是长期来说这种转型阵痛的负面作用会逐渐

消减。因此，坚定五大发展理念，继续支持绿色生态环保，推动绿色、清洁生产方式的发展。第四，重

视不同地域之间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互动关系的差异，关注三者互动关系随

时间变迁的变化发展，因地制宜统筹推进，促进全国不同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2、促进构建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联动机制 
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互动的因果关系，故此要加强两者之间的联动机制，加强数字经

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警惕并缓解产业结构升级造成的企业脱实向虚、地区产业结构空心化等

不良后果，推动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双向发展。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催生数字技术相关

的数字企业发展，发挥数字经济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加快数字技术对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改造升

级，聚焦关键领域，打造数字产业的产业集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进程。为了避免产业结构升级造成的

不良影响，本研究认为应该从收入分配、区域产业协同联动发展等改变。第一，随着数字信息和通信技

术的增加、组织实践以及产品服务的变化，以技能为导向的技术进步就需要更高技能的劳动者，从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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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劳动者的就业培训就非常重要。为了弥补资本替代劳动要素带来的劳动收入分配占比下降的问题，应

该帮扶衰退产业劳动者，提供合适的再就业教育培训，降低技能差异造成的收入差距。第二，产业结构

升级要关注地区差异，发展区域合作联动机制，优化产业布局，保证不同区域之间合理的梯度落差，引

导资源要素合理转移，使低梯度地区能够承接高梯度地区中低端产业溢出。第三，产业智能化会出现机

器人替代人工的现象，每一个机器人的增加，就会造成每千工人就业比降低 0.2%，工资降低 0.42% 
(Acemoglu 和 Restrepo，2020) [26]。鼓励新型智能化产业发展的同时，挖掘发挥新型数字化服务产业的

就业补偿效应，优化就业结构改善就业质量。 
3、正确面对绿色发展阵痛，发挥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在绿色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影响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原因，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短期内会削

弱数字经济的效果，阻碍产业结构升级进程，这也说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因此要正确面对绿色生产率提高带来的问题，发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数字经济发

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合理对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造成的短暂阵痛，发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

应。我们知道，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更有效率、更加有效地利用劳动力和资本资源，全要素生产

率的提高会产生创造性破坏效应，即降低接受培训的个人的失业率，同时增加未经培训的非熟练工人的

失业率。 
根据研究结果，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虽然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系数，但是并未通过显著

性检验，结果说明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在促进绿色发展中的作用还是很大空间。应该促进数字经济

和绿色实体经济发展的融合，挖掘数字技术在绿色经济中的要素潜力，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绿色科

技创新中的促进作用，推动绿色新兴产业的发展，引导拉动社会绿色消费。具体来说，可以通过三方面

进行：第一，构建数字政府，为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提供更多的制度保障；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在绿色技

术创新体系构建中的决定性作用，降低绿色产业交易成本。第二，发挥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引擎

作用，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推动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淘汰落后产能，升级绿色发展路径。第三，

加大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产业和绿色消费的金融产品供给，降低企业绿色融资和绿色生产的成本，转变

社会消费观念，倡导低碳环保、绿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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